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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困于康乾盛世后清朝国力的下降，19世纪清朝原本运行良好的救荒制度逐渐失去了效力。尽管“救荒”

制度通过引入社会力量等方式进行转型尝试，但还是难逃崩溃的结局。综合来看，救荒制度的崩溃以财

政危机为前因，是外部环境导致的压力和内部制度运行导致的压力共同累积而成的结果。而其引入社会

力量等转型尝试未能成功改变其衰落曲线，主要在于清政府对自身权威的维护限制了其他力量的发挥，

根本上来说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固有局限。救荒制度的崩溃，实际上是封建专制制度愈发难以满足社会发

展需要、实现范式变革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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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ndered by the decline of national power after the Kangxi-Qianlong era, the famine relief system, 
which had been running well in the Qing Dynasty, gradually lost its effectiveness in the 19th cen-
tury. Although the “famine relief” system attempted to transform by introducing social forces and 
other means, it still could not escape the fate of collapse. Overall, the collapse of the relief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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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19th century Qing dynasty was caused by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pressures, with the fi-
nancial crisis serving as the primary trigger. Although there were attempts to transform the relief 
system by introducing social forces, these efforts failed to alter the declining trend. This was 
mainly due to the Qing government’s restric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other forces in order to main-
tain its own authority, ultimately stemming from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the feudal autocratic 
system. The collapse of the relief system was actual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 increasing difficulty of 
the feudal autocratic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paradig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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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灾荒，自古以来以各种形式影响着中国古代王朝统治的兴衰。在自然灾害肆虐的同时，各种“人祸”

也屡见不鲜，灾荒呈现出自然矛盾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特点。因此如何制定救济灾荒的制度，推出切

实有效的政策、法令，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必须思考的主题。 
而清朝作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顶峰时期，其“救荒”制度有着很强的可研究性。一方面，“清朝

的自然灾害维持着连续性和集中性的特点，在数量和强度上位居各朝前列”[1]。尤其是中后期出现的大

规模饥荒问题，让“救荒”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另一方面，清朝在救荒的政策实施上集古代“荒政”之

大成，是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时期。因此要形成对中国古代荒政的整体把握，研究清朝的“救荒”制度

具有必要性。 
本文希望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以 19 世纪清朝“救荒制度”结果上的崩溃作为视角切入，探求制度

崩溃的深层原因。同时，文章认为救荒制度的崩溃来源于多种压力的共同累积，并进一步探讨压力来源

何处、为何压力无法缓解等问题，最终落脚于“救荒制度”在压力累积的困境下注定崩溃的必然性。 

2. 19 世纪清朝“救荒”制度的崩溃 

对于清朝救荒制度的评价，学界普遍分阶段性的去看待，以道光一朝(1821 年始)为分冶，学界普遍

认为官方的救荒政策效力在此时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受到洪水、瘟疫、饥荒等灾害连年频发的影响，

清朝的统治秩序在这一段时间出现失控，并滋生了流民等社会问题。本文针对清朝“救荒”制度崩溃的

原因分析，需要基于 19 世纪清朝救荒情况的基本事实，因此首先针对这一时期的制度延续性、转型方式

以及最后的崩溃表现进行阐述。 

2.1. 救荒手段的承接 

整体上来说 19 世纪清朝统治者在救荒的方法上基本沿袭了王朝前中期。一方面维持了严格复杂的灾

害勘察和赈灾物资分配制度，基于国家机器的运转能力进行适应性调配。另一方面，官方的仓储系统仍

旧在支持着大规模、长时间的救荒活动，政府的审批、监督、鼓励仍旧是救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具体

来说，这一时期清朝的救荒体系可分为勘察、赈济、供给、价格调控以及生产恢复等环节[3] [4]，着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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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施政主导权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在勘灾上，官府首先进行的是灾害调查，对于在灾害中农民的经济受损情况进行评估，确定农民应

获得的赋税减免比例；其次对灾民的经济状况进行进一步评定，提出灾民的初步类别划分。这一阶段是

官民构建信任的基础，农民的赈票通过评定后加盖地方官员的印章以形成领取赈济的有效证明，同时官

员在调研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灾况，实现赈灾政策的向下传达。相对于清朝中前期，19 世纪国家机器的

组织能力有了明显的下降，但勘灾方面却还是维持了基本水平，这正是因为勘灾是政策传达的重要渠道。 
在赈济上，官府维持了对特定群体的关注，赈济的群体主要是农民和儒生阶层。因为重农抑商思想

的影响，工商群体被排除出赈济对象之外。同时在清朝财政逐步缩紧的影响下，官方减少了直接性的钱

粮赈灾，而更多使用“以工代赈”的方式[3]，将原本政府财政上的负担转化为公共工程修建的生产力。 
在供给和价格调控上，19 世纪的清政府面临财政困难、供给资源匮乏的双重难题，原本针对受灾严

重的地区，政府会调控投放超额的救济物资，而物资主要是来自京城的米谷漕粮储备或者由地方政府动

用库银向南方采买。因为财政的紧缺，原本的方式无以为继，这也倒逼了供给主体和方式的转型。这一

部分也将会在后文中会重点分析。 
在组织生产恢复上，清政府将这一问题与流民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为防止灾后大规模的流民迁移，

政府一直以来把灾区人口的稳定纳入了地方官的绩效考核中。由于 19 世纪后流民问题愈发突出，灾区土

地无人耕种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政府更多地采取强效措施对流民进行劝阻和赈济，以保持灾区人民的

稳定生活和生产。 

2.2. 救荒方式的转型 

法国学者魏丕信提到，“清朝救荒制度一直以来依赖的是成熟稳定的官僚体系，该体系能够聚集大

量资源，进行粮食和资金的跨地区调运，承担突发性灾荒的风险([3], pp. 312-316)。”但受困于清朝康乾

盛世后国力的下降，清王朝这一体系的应对机制越来越为日益加剧的客观困难所钳制，迫使清政府的救

灾方式出现一定程度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救荒时社会力量的权重变动。19 世纪以前的荒政毋庸

置疑是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方面更多的是扮演救荒对象这一角色。官方牢牢地掌握组织和管理权力，以

彰显王朝权威。但 19 世纪以来官赈的严重不足，使得官方必然以乡赈形式发动社会力量救灾。 
对社会力量的借用，由地方官员首先发起。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救灾成功与否与其仕途紧密相联，而

“库银不足”的问题让政策失去了制定的基础。因此急需外部力量提供资金，于是官赈逐步向义赈转变。

这一点可以在地方官员的文书中清楚看到： 
阮元(1805)：“余曰此数弊皆所素有，但在人为之耳。于是每厂皆延诚实绅士，委以钱谷赈之事。官

吏不涉手，惟钩算弹压而已。” 
金匮知县齐彦槐(1814)：“惟邑之殷富，乃救荒之大者。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于

衣食。目击邻里乡党之人饥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复于其间为粥以赈，

城乡设厂十余处，计所捐又不下万数千缗，饥民赖以全活者无算([5]，卷 42/7a~8b])。” 
从道光年间地方官员的言论可以看出，地方社会力量通过提供钱物或者协助组织，可以对官方救荒

的力量不足形成很好的补充。地方官绅以个人名义捐金生息或捐谷贮藏，更多的是一种自发性道德精神

的体现。 
清政府在 19 世纪意图建立的是一种“官方督导、社会补充”的体系，官府在持续性大规模灾荒下执

行能力被严重削弱的同时，又不想让渡救荒控制权给社会力量，因此在救荒制度发挥扮演起了督导这一

角色。一方面，形成在粮食储备上合官民之力的“积谷体制”，推动建设义仓贮粮防荒，形成“共建共

举”的荒政格局。另一方面，政府不断号召民间捐资救荒，为民间救荒活动提供渠道和场地，鼓励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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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力量参与捐银、施粥、买谷平粜等活动。 
而救荒的社会主体在 19 世纪呈现多元化的态势。首先是士绅富商，在足于衣食的基础上有能力和有

意愿进行救荒捐助，一定的知识文化和道德水平驱使这一群体因同理心而开展荒政救助。士绅富商除了

倡导并组织的筹赈公所等募捐机构，还利用可行的传播手段进行宣传，印制传单及募捐册，使赈捐进一

步深入基层社会。同时，由于 19 世纪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深入，国际社会在 19 世纪中后期也参与了中国

的荒政救助，洋人成为了救荒的新兴力量，例如西方传教士怀着传播基督福音的目的举办小型慈善事业，

这成为了重要的救荒补充[6]。 

2.3. 救荒转型的结果 

19 世纪清朝的荒政经历了重要的转型变动，主要力量由原先的官赈逐步向民间义赈转变。乡绅富商、

洋人等群体的救助对清朝立国以来一直坚守的救灾体系、救灾制度起到了“填充剂”的作用。19 世纪清

朝中晚期的转型实践本质上是稳固荒政体制的自救行为，其试图缓和传统赈灾方式承接下的荒政困境，

客观上对近代化转型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必须提到的是，道光以后是学界公认的中国荒政制度的衰败期，转型调整不足以改变“大厦将倾”

的王朝现实。荒政制度的崩溃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尽管引入社会力量，持续的灾荒还是让官府

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朝在 19 世纪中后期已经难以维持官僚系统救荒层面的基本职能。另一方面，荒

灾引发的流民问题，逐渐发展为庞大的农民起义，“救荒”本身维护统治的目标再难实现。 
李少军在《清朝荒政研究》中提到“封建社会是一架机器，荒政便是维持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部分，

封建社会既已危机不可避免，则会出现荒政废弛的必然结果([4], p. 110)。”传统的官僚政治在赈务实践

中对社会力量的整合与调度，反映了 19 世纪清朝在社会近代化进程中对国家整体能力下降、市场和社会

有所发展但又收效甚微等问题的应对，但这种应对只能是“缓冲剂”。康乾盛世以后出现的救荒体系失

位、救荒制度崩溃则是时代之变，也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而其中清朝救荒制度由盛转衰的原因是什

么、救荒制度崩溃的深层诱因何在，将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部分。 

3. 压力累积：财政危机形成的原因分析 

针对清代救荒制度崩溃的原因分析，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视角。有的从灾况出发，认为清朝救荒

制度的崩溃来自于清朝后期高频率、高强度的灾害[3] [7]；有的重点归结为吏治腐败问题，从政策执行角

度找寻原因[6] [8] [9] [10] [11]；亦有学者探讨救荒制度本身的问题，试图从缺乏监督体制、制度僵化等

方向剖析崩溃的本质[1] [2] [4] [12] [13]。透过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学者普遍忽略的一个问题：他们

往往从崩溃的结果出发，直接指向问题的原因探讨，而对导致崩溃产生的长期过程少有分析。 
对于清朝救荒制度组织能力和官僚系统效率下降的探讨，本质上需要回归到财政的讨论，清朝救荒

制度崩溃的原因在于“多重压力累积”下引发的财政危机。具体来讲，临时性灾害的救赈，主要依靠的

是中央国库的拨款和地方各省的库银存留，是否有足够的财政盈余，影响着救荒制度的政策制定空间和

政策效能，在长时间各种压力的不断积累下财政盈余逐渐紧缩，从而导致了救荒制度的运作失去根本动

力而最终崩溃。本文研究这一问题并没有将视角放在突发性事件的影响上，而是意图将目光转向长效机

制，研究“救荒”制度的运行过程，形成何种压力，何以形成财政压力，并逐渐累积引发财政危机。 

3.1. 外部环境的压力增大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灾荒历朝历代皆有之，每朝基本都是沿着“灾荒发生，灾后赈济”的模式处理

荒政事务。尽管朝代在更替，但官方政府与灾荒的斗争却是一直延续的。每一次灾荒对于国家系统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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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都会遗留社会问题，并反馈影响到整个封建专制制度上。 
透过史料，得以论证清政府正面临着此前朝代遗留下来的最困难的救荒环境： 
第一，清朝灾害的大规模、高频率在前文已经提到，灾情发生带有不确定性，而清朝处于不确定下

的高峰期。 
第二，清朝的人口问题为历朝历代所罕有，灾民的人数规模也是最大的。康熙年间实行“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政策，尽管此政策主观目的为了解决“丁多亩少”的困局，为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改革奠定

基础。但客观上也造成了人口膨胀的结果。据《清史录》记载，道光三十年(1840 年)的人口数由康熙三

十九年(1700)的 2010 万暴涨到 4.1 亿([14], p. 9307])，而人口的膨胀在灾害发生的情况下会转化成巨量的

流民人数，政府更加难以布置救荒政策。 
第三，人口膨胀的直接结果是闲置荒地的减少。提高环境对暴增人口规模的承载能力只能是通过进

一步开发闲置荒地，而历经几朝对于空余用地的开发，清朝的用地问题已经愈发积重难返。随着人口暴

增和多余荒地的减少，人均耕地拥有量和粮食拥有量在横向上呈现迅速减少的趋势，只能依赖纵向上耕

种技术水平的提高。然而清朝 19 世纪时整个生态环境的缓冲余地已经被过分压缩，救荒所面临的外部环

境压力紧张，财政耗费更加庞大。 

3.2. 内部制度运行的压力形成 

而与外部环境的压力相对应，救荒制度的各主体同样在制度运行的具体过程中对国库财政形成了压

力，具体可从统治者、执行官员、灾民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3.2.1. 统治者 
首先需要考量的是统治者救荒思想的导向问题，在这一点上，统治者指导是缺乏组织性和科学性的。

乾隆曾经提到救荒赈济的总原则是“无遗宁滥俾均逮”([15], p. 576)，“灾赈逾格，请多辄行，上未尝怪

焉”([16], p. 952)，此处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地方官员处理灾荒的态度存在结果导向，只要求荒灾民情的

平稳结束，而对于灾赈金额、过程中的不合理情况极少追究。 
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一书中提到“国家的荒政重济而轻救，国家对灾后赈济的结果至

纤至悉，而对灾患发生时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抢救无规定，亦无行动”([12], p. 312)。本质上统治者认为救

荒活动只是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灾荒不赈则会导致流民问题，流民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就将是农民起义。

因此中央对地方形成指标和原则上的命令，财政使用则因为不注意监督而出现了明显的效率下降，具体

执行的方法和过程极为粗放，财政因此预算压力巨大，官员不按照既定的财政份额去赈灾，间接滋生了

官员腐败现象。 

3.2.2. 官员 
救荒制度下官员的腐败问题是学界广泛关注的一大原因。尽管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对于官员贪腐问题

进行严厉打击，例如在勘察中要求官员实时汇报，通过审查制考核官员政绩等。但传统政治制度的内生

力推动着官员贪腐不断、乱象丛生。从清朝前中期到 19 世纪后期，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中央对于地方的控

制能力逐渐弱化，中央组织政策的落实程度进一步下降。中央对地方约束力的下降也进一步导致了地方

的贪污腐败难以控制，19 世纪后吏政腐败成为主要问题的现象也在所难免。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 19 世纪后一个重要救荒手段的转变加剧了腐败现象。由乾隆年间到道光年间，

钱银更多被用来作为“折色”代替粮食这一“本色”发放给灾民。乾隆九年(1744)时，官方的认知还是“若

全为本色，更于民食有益”([14], p. 15379)，而到道光三年(1823)时，救荒赈灾已经全部用“钱银为止”。

发生这一改变主要是由于倒逼机制，朝廷因为仓储粮食匮乏、漕政转运体制难以为继而无力承担繁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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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粮转运发放工作，因此逐渐用钱银替代了粮食。这一手段转变的直接结果是官吏更加容易贪腐用于赈

济的钱财。中央的恩惠措施难以遍及基层吏役，灾赈是他们与官府发放的生存资源接触的唯一机会，很

多基层胥吏很难不心生贪念。钱银的流转比粮食更具有隐蔽性，官员有更多的手段在中间环节贪腐钱银，

而将负担转嫁给底层民众。贪腐所形成的这一种压力更多体现在财政的无效使用上，清朝中后期财政余

额本就所剩无几，而官员还从中克扣无数，自然导向了严重的财政积负。 

3.2.3. 灾民 
而灾民作为救荒政策的目标对象，其“趋利”本性同样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农民作为救荒的主

要受众，本性驱使下他们会试图在救荒过程中尽可能多的获得钱粮。区别于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士绅阶层，

官方的“训导”难以对农民形成有效的安抚，缺乏素质和互助精神的他们在救荒灾赈中无法获得绝对意

义的满足，会进一步对官府形成索求。他们往往会在发放救灾物资的过程中贪图小利，挤占有限资源，

给救灾政策带来较大的困扰。 
灾民问题导致的压力可以被定性为额外的财政需求压力。而与前文所提到的统治者思想导向相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资源上的索求必然会形成恶性循环。灾民的索求导致了“灾赈逾格”的直接结果，而

统治者希望尽快解决灾民问题的诉求让灾民的索求得到进一步的满足，而这又会引发进一步扩大的“灾

赈逾格”。财政的积负问题也在这种循环下进一步累积起来了。 
无论是外部环境导致的压力还是内部制度运行导致的压力，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持续性的问题积累，

问题不是产生于清朝中后期，而是集聚于清朝中后期。既然已出现此等沉积弊病，为何清政府不去解决、

为何清政府难以解决、最终的制度为何只能走向崩溃？此处的分析并不能对这些问题形成本质性的回答。

因此，本文必然需要跳出救荒制度的过程原因探讨，而进一步剖析清朝救荒制度乃至专制制度本身。 

4. 制度困境：救荒压力难解的深层动因 

作为维持封建王朝体系运转的重要环节，救荒制度的制定与封建制度本身存在着极强的关联性。荒

政可以被视为一种官方系统内部结构的努力，中央政策制定者、地方政策执行者、政策对象之间互相作

用，形成牵制，共同建构了救荒过程框架。基于此，学界多将清朝前中期所取得的救荒成就与专制制度

联系在一起，认为专制制度的集权特性和国家干预是良好救荒结果的重要原因。魏丕信更是将 19 世纪后

清朝救荒情况每况愈下的原因归结为这一套制度没有能够被很好地执行，是官员贪腐和国力的下降让制

度优势无法被发挥，而让位于社会力量，最终导致了社会问题的出现。这些观点在论证中并不是无依据

的论断，它们的确看到了专制制度对救荒影响的表面效应。但为诸多研究者所忽视的是，导致救荒制度

在中后期难以发挥作用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本身导致的。 

4.1. 受灾主体的过度依赖 

专制制度为何导致了救荒制度在中后期问题频发，需要从救荒的本质目的开始分析。清朝统治者对

于救荒的态度是“重济而轻救”，这与现代价值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官方对于荒政的重视，不在于

体恤人民、关注人民的生命价值，而在于社会稳定。救荒作为一种事后调节，没有改善民众生活的导向，

其目的仅仅在于平息事端、不生民患。而从清朝荒政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清政借由救荒的国家干预模

式更多的来体现其统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民众必须依靠朝廷赈济才能生存，这种必要性是政权稳固的

基础。 
正因于此，救荒的组织过程中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民间产生了对官方救助的路径依赖。不同

于西方多元主体都在救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底层民众习惯于把政府作为最终和唯一的依靠。《皇

朝经世文编》中有这样的论述：“古云救荒无奇策，在于上之人；身体斯民之疾苦，用实心行实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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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卷 43/3a~4b)……”往往灾荒来临之际，社会群体难以形成有组织、有效力的救助而仍旧需要诉诸

官方。另一方面，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的要求主观上也抑制了民间自救力量的发展。“在君主

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官与民的对立是在所难免的，官府不但缺乏对民众的信任，而且有防范的心理，

不愿意民众积极参与[11]。”官方害怕民间社会力量参与赈灾会削弱官方的地位，往往将权力的触角扩展

到所有领域，企图形成一种“全能政治”。两种现象的叠加，也导致了民间自救能力孱弱的结果。时人

比喻民众面对灾荒是站在“齐脖深的水中”，一点抵御的能力都没有，这样的境况加剧了他们对国家的

依赖，逼迫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投入更多财政力量以满足民众诉求，陷入了恶性循环。 

4.2. 救荒制度转型基础的丧失 

这种救灾政治中民众依赖性加强的趋势帮助解释了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何 19 世纪的救荒方式转

型无法改变制度崩溃的结果。前文已经提到，19 世纪救灾手段的转型本质上是一种倒逼性改革，官方不

得不用社会力量的参与来弥补其政策处理能力下降带来的问题。但此时的转型已经不再有良好的环境：

原本在康乾盛世时期，清政府还能够通过完备的组织能力提供转型的“推动力”。但专制制度的表面效

应掩盖了危机而让清政府以为自身具有“制度优越性”、形成了可以施展全能政治的错觉。而随着国家

在中后期的虚弱蚀空，灾荒逐渐超过了政府的处置能力，此时民众依赖带来的“政府投入不断密集、制

度效果不断递减”的客观事实让清政府陷入困局无法摆脱，也就失去了转型的基础。因此 19 世纪救荒方

式的转型必然无法改变最终制度崩溃的结局。 
由于是清政府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维护统治的需要产生了民众的路径依赖、削弱了民间自救力量，

因此针对救荒制度的改革只要不触及到专制制度本身，就无法克服这些阻扰转型的顽疾。而此时的清王

朝并没能具备变革政治制度的自觉，吏政腐朽和国家的积弱只会驱使统治者尽力“缝补”帝国的裂痕。

救荒制度也必然无力转型，走向崩溃的结果。 

5. 总结 

事实上，19 世纪救荒制度的崩溃可以被视作中国整个封建制度“行将末路”的写照。救荒制度的驱

动依赖于国家的组织能力，而国家的组织能力与封建制度的活力息息相关。其崩溃原因，归根到底在于

清朝在世界近代化浪潮中未能改变发展方向、未能进行制度上的变革以从根本上解决官民的生存危机。 
邹谠曾在分析中国政治时谈到：“正是一些曾经带来成功的因素，造成了后来的失败。”封建制度

下的官僚体系曾以其严密和高组织性成功应对了灾难的发生，但当社会转型不断对制度提出新要求时，

封建制度却也因内在的矛盾而难以跟上转型的脚步实现范式变革。救荒制度的崩溃，也只是历史路径的

一个视角反映。透过对救荒制度为何崩溃的深层原因探析，最终我们还需回到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整体

视野，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把握这一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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